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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地方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是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微观镜像。通过对地方

政府法治水平的全面评估，验证了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这种不平衡既

表现为东、中、西部之间的法治水平存在差异，也表现为不同区域城市间均衡度不

同。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城市的法治政府状况与 ＧＤＰ、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之间
存在正相关，这种相关性在东部和西部表现的更加明显。中部部分省市的政治推动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经济的基础作用。区域所具有的相同或者

相似的文化因素缩小了城市间的差异，提高了区域政府法治状况的趋同度。区域法

治水平差距的加大存在影响国家法治平衡和统一的可能性，也会加剧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特点探索加快法治进步的着力点。政务公开对

于法治相对落后地区可以起到 “牵一发动全身”的倒逼作用。地方政府应当加大公

众参与力度，提高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增强社会对于法治进步的 “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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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法学界讨论转型期的法治建设时，最大的难题在于难以找到转型期法治的特点和规
律。〔１〕地方法治作为国家法治的组成部分，其曲折前行的进程对于管窥国家法治的发展具

有样本意义。《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提出 “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法治政
府”，这是法治中国这一宏大目标中最紧迫和最现实的任务。评估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现

状，探索其发展规律，发现推动地方法治进步的动力因素，对于找准国家法治建设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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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着力点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自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２〕连续四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
法治政府评估，是目前唯一有全国影响力的针对地方政府法治状况进行的第三方评估。〔３〕

评估指标体系以２００４年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２００８年国务院 《关于加强

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为依据，结合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共设置 ９
项一级指标，２６项二级指标，７２项三级指标，其中反映客观评价的一级指标共有 ８项，分
别为 “全面履行机构职能”、“法治政府的组织领导”、“政府制度建设”、“行政决策”、“行政

执法”、“政务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反映主观评价的一

级指标即 “公众满意度调查”。评估的对象为１００个城市，分为四类，其中直辖市４个，〔４〕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２７个，〔５〕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２３个，〔６〕以及根据人
口规模选择的其他城市４６个。〔７〕评价的方式有：网络调查、实地调查、信息公开申请等。
这是目前国内涉及地方政府最多、指标涵盖最广的评估活动之一。〔８〕本文通过对历次评估

结果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和

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探索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机制。

一、法治政府建设区域现象的客观现实

　　在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地方法治呈现出多样性、区域性和不平衡
性。〔９〕无论是以特定地缘为基础的省域的结合还是市域的集合，城市间的地缘关系纽带是

多样的，既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政治或者文化的。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地理空间关系

是文明社会法律变迁过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自然与社会条件。〔１０〕评估结果显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特点同样反映在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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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估始于２０１３年，第一次评估针对的是５３个城市，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６年评估的城市增至 １００个，由于 ２０１３
年属于试评估，因此本文的研究数据不包括２０１３年的在内。
参见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２０１４》，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２０１５》，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２０１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

２０１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本文数据除另有说明外，均来自上述四部评估报告。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长春、长沙、成都、福州、贵阳、广州、哈尔滨、海口、呼和浩特、杭州、合肥、昆明、济南、拉萨、兰州、

南昌、南京、石家庄、沈阳、太原、武汉、乌鲁木齐、西安、西宁、南宁、银川、郑州。

鞍山、包头、本溪、大连、大同、抚顺、邯郸、淮南、吉林、洛阳、宁波、齐齐哈尔、青岛、汕头、深圳、

苏州、唐山、无锡、厦门、徐州、珠海、淄博、喀什。

佛山、常德、烟台、济宁、德州、衡阳、温州、岳阳、盐城、六安、泰安、茂名、临沂、阜阳、台州、南通、

南阳、襄阳、聊城、驻马店、遵义、东莞、湛江、菏泽、泉州、荆州、邢台、沧州、潍坊、宜春、黄冈、玉

林、揭阳、毕节、保定、南充、邵阳、上饶、新乡、达州、赣州、周口、信阳、商丘、曲靖、绥化。

近年国内法治类评估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浙江大学钱弘道在浙江余杭开展的 “法治指数研究”；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主持开展的 “中国法治评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国情调研室田禾和吕艳滨等开展的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组织的 “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等。

冯健鹏：《从 “地方法制”到 “法治下的地方”》，《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５４页。
公丕祥：《还是区域法治概念好些———也与张彪博士、周叶中教授讨论》，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２１页。



　　 （一）东中西部法治政府建设发展不平衡

　　东中西部城市〔１１〕之间法治状况发展不平衡是历次评估中显示出来的共性特点。东中西
部区域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评估中的平均分见表１。

表１　东中西部法治政府平均分表

区域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东部 ６２５ ６４５ ６９１ ７１８

中部 ５７９ ６００ ６４５ ６６２

西部 ５５７ ５７９ ６２５ ６５４

　　可以发现，在总分 １０００分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在四年评估中的平均分都在及格线之
上，最低分是２０１４年的６２５分，历年评估中的平均分数均为最高。中部地区２０１４年的平均
分不及格，但是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的平均分达到及格。西部地区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的平均分
都不及格，２０１６年开始达到及格线。
　　被评估的１００个城市中，东部城市４８个，中部城市 ３２个，西部城市 ２０个。从城市的
排名情况看，将四年的评估中得分在前２０名和后２０名的城市数量及其占所在区域城市的比
例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区域间的差异。２０１４年评估中得分在前 ２０名的城市，
东部１５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３１．２５％；中部 ３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９．３８％；
西部２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１０％。２０１５年评估中，东部城市１４个，占东部参加评估
城市的２９．１７％；中部３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９．３８％；西部３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
市的１５％。２０１６年评估中，东部城市 １５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３１．２５％；中部 ３个，
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９．３８％；西部 ２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１０％。２０１７年的评估
中，东部城市１６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３３．３３％；中部 ２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６．２５％；西部２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１０％。２０１４年评估中得分在后 ２０名的城市，
东部城市５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１０．４２％；中部８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２５％；
西部７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３５％。２０１５年评估中，东部城市 ４个，占东部参加评估
城市的８．３３％；中部８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２５％；西部 ８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
的４０％；２０１６年评估中，东部城市 ７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１４．５８％；中部 ８个，占
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２５％；西部５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２５％。２０１７年评估中，东部
城市４个，占东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８．３３％；中部８个，占中部参加评估城市的 ２５％；西部
８个，占西部参加评估城市的４０％。通过汇总可以发现，被评估的４８个东部城市，近３０％
都可以进入前２０名，也就是说，排名在前２０名的城市中，七成都是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
加起来只占三成。相反，排名在后２０名的城市以中西部城市为主，占七成，尤其是被评估
的西部城市中接近４０％始终排在后２０名。针对四年的评估中，九个一级指标分别进行前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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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关于东中西部城市的划分主要参照了１９８６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对东、中、西部的划分。考虑到 《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国

发 ［２０００］３３号）将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纳入西部范围，因此，将广西、内蒙古的城市也作为西
部城市计算。



名和后２０名的比较，可以发现单个指标排名前２０名和后 ２０名的东中西部城市数量及其占
所在区域的比例，与上述总体得分情况基本一致。

　　将九个一级指标的平均得分率按照东中西部进行比较，同样可以发现东中西部的差异，
详细数据见表２。

表２　各一级指标平均得分率表 （％）

年份 区域
１职能

履行

２组织

领导

３制度

建设

４行政

决策

５行政

执法

６政务

公开

７监督

问责

８争议

解决

９公众

调查

２０１４年

全国 ７８．１０ ３７．４４ ５６．０１ ６２．０２ ５３．８６ ６８．９３ ６０．７４ ４７．１１ ６３．４７

东部 ８０．４４ ４０．９９ ６１．０７ ６３．７３ ５６．６５ ７２．３７ ６３．４７ ５１．２５ ６４．９６

中部 ７５．８９ ３３．２６ ５２．６４ ６１．５３ ５３．１６ ６８．１０ ５８．５１ ４３．８９ ６３．３４

西部 ７６．０６ ３６．１７ ４８．４４ ５８．００ ４７．０８ ６０．４７ ５７．５３ ４１．９４ ５９．２６

２０１５年

全国 ７９．８０ ４１．６６ ５４．３３ ６４．４７ ５２．３３ ８１．２５ ６４．９５ ５３．７０ ５８．６８

东部 ８３．５８ ４４．３０ ５５．０３ ６６．０４ ５６．６２ ８５．２６ ６７．０８ ５８．５０ ５９．９６

中部 ７７．３３ ４１．３２ ５６．３９ ６４．１４ ４９．６１ ７７．８２ ６３．０７ ５０．００ ５７．１３

西部 ７４．００ ３４．５３ ４７．５８ ６０．５０ ４５．５７ ７６．９３ ６２．７５ ４７．６３ ５８．３３

２０１６年

全国 ７６．２３ ４９．２４ ６３．４５ ６８．８７ ５７．９３ ７７．１５ ６８．０２ ６８．１０ ６４．８０

东部 ８１．５６ ５１．１５ ６７．２９ ７０．００ ６２．４０ ８１．１３ ６９．６１ ７０．９２ ６５．８２

中部 ７１．０３ ５０．３１ ６２．１９ ６８．３６ ５４．３１ ７４．６４ ６７．３６ ６４．９２ ６４．３３

西部 ７１．９４ ４１．０９ ５４．７７ ６６．６３ ５２．６３ ７０．８２ ６４．７２ ６６．８１ ６２．８２

２０１７年

全国 ８２．８１ ５９．０３ ５７．４０ ７２．１９ ５７．５２ ８１．６５ ７３．４５ ７０．４８ ６４．０７

东部 ８６．０６ ６２．０３ ６４．２４ ７４．０２ ６１．８２ ８５．５３ ７４．６８ ７３．４４ ６５．８８

中部 ８１．０３ ５７．４７ ５２．５０ ７１．２８ ５３．８８ ７８．１６ ７２．３８ ６６．７６ ６２．３７

西部 ７７．０６ ５３．５２ ４７．８９ ６９．２５ ５２．８２ ７７．８６ ７２．１６ ６９．９２ ６２．４９

　　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年份的个别指标，如２０１４年的 “政府职能履行”、“依法行政的组

织领导”，２０１５年的 “制度建设”，绝大部分年份一级指标的平均得分率均明显表现出东中

西部依次降低的态势。无论是从总体概况，还是九个一级指标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东

中西部城市之间的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东部整体上好于中西部。这种差异在

一定程度上证明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具有区域性的特点。

　　 （二）区域间法治政府建设的均衡度

　　衡量区域内经济分布的均衡度，使用比较普遍的均衡度指标有极差、标准差等。本文
通过进行不同区域极差和标准差的比较，揭示区域间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均衡度。关于下

表中东中西部以及不同城市群的数据，其中统计量指的是被评估城市的数量，最小值和最

大值分别指的是当年度评估时得分最低和最高城市的得分，平均值指的是该年度被评估城

市得分的平均数值，极差和标准差是通过 ＳＰＳＳ计算而得。
　　极差和标准差是两种证明均衡度的标准。极差是用最大值减去最小值而得。极差越大，
说明差异越大。极差越小，说明差异越小。根据表３中的数据，东部城市间的极差小于中西
部城市间的极差，加之东部地区被评估城市的数量多于中西部，说明东部城市之间法治政

府建设状况的均衡度高于中西部。标准差是另一种验证均衡度的方式，可以更加精确地反映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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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东中西部地区极差、标准差表

区域 年份 统计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极差 标准差

全国

２０１４ １００ ４０８．９１ ７５３．９０ ５９７．０１ ３４４．９９ ７２．２２

２０１５ １００ ４０２．９４ ７８２．８８ ６１７．３６ ３７９．９４ ７０．６１

２０１６ １００ ４２６．３６ ８２５．６１ ６６３．０７ ３９９．２５ ６４．７２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４５６．７８ ８１６．３３ ６８７．２２ ３５９．５５ ６６．８３

东部

２０１４ ４８ ４７５．０３ ７５３．９０ ６２５．２８ ２７８．８７ ６５．６１

２０１５ ４８ ５３４．４６ ７８２．８８ ６４４．８５ ２４８．４２ ６３．０３

２０１６ ４８ ５７６．１６ ８２５．６１ ６９０．７３ ２４９．４５ ５３．８２

２０１７ ４８ ６０１．７０ ８１６．３３ ７１７．８２ ２１４．６３ ５１．７６

中部

２０１４ ３２ ４０８．９１ ７１５．８８ ５７９．３１ ３０６．９７ ６３．９８

２０１５ ３２ ４６５．０８ ７３７．６８ ６００．２５ ２７２．６０ ６１．６３

２０１６ ３２ ４２８．１４ ７６４．００ ６４５．０９ ３３５．８６ ５９．３８

２０１７ ３２ ５１５．７６ ７８７．９３ ６６１．８５ ２７２．１７ ５５．５８

西部

２０１４ ２０ ４２０．１８ ７１７．５５ ５５７．４８ ２９７．３７ ７５．２４

２０１５ ２０ ４０２．９４ ７２２．１４ ５７８．７７ ３１９．２０ ７７．３７

２０１６ ２０ ４２６．３６ ７２２．１２ ６２５．４６ ２９５．７６ ７０．２７

２０１７ ２０ ４５６．７８ ７９６．４８ ６５４．３９ ３３９．７０ ８３．７６

地区的差异和区域均衡度。标准差的值越大，说明差异越大，值越小，说明差异越小。全

国和东部、中部地区的标准差连年降低，说明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离散度在降低。东部地

区的标准差连续四年降低，２０１７年标准差降至 ５１．７６，是历年来的最低值，说明东部地区
城市间的离散度越来越小，均衡度不断提高。中部的标准差也在持续下降中，降速甚至高于

东部地区，说明中部城市间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均衡度快速提高，正在接近于东部。西部

的标准差始终在７０以上，高于全国标准差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部和东部，说明西部城市
间法治政府建设状况的差异大，均衡度最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群成为另一种区域划分的标准。我国已经确定的七个
国家级城市群或者经济区包括：哈长〔１２〕、京津冀〔１３〕、长三角〔１４〕、珠三角〔１５〕、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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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地区差异的定量分析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２０１６年２月，国务院批准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哈长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庆市、齐齐
哈尔市、绥化市、牡丹江市，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１１市。
京津冀城市群的概念由京津唐工业基地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廊

坊、唐山、秦皇岛、石家庄、张家口、承德、沧州共８个地级市。２０１５年２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发布。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１日，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自２０１６年５月 １１日起
实施。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

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

滁州、池州、宣城等 ２６市。
广东省政府发布的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中提出，本规划纲要的规划范围
是，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市 ９个城市为主体，辐射泛珠江
三角洲区域。



中游〔１６〕、中原〔１７〕、成渝〔１８〕城市群。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９个城市中有５个参加评估，
占城市总数的５６％。哈长城市群的 １１个城市中有 ５个参加评估，占 ４５％。成渝城市群的
１５个城市中４个参加评估，占 ２７％。京津冀城市群的 １０个城市中有 ６个参加评估，占
６０％。长三角城市群的２６个城市中有１０个参加评估，占３８％。长江中游城市群的３１个城
市中有１１个参加评估，占３５％。中原城市群的３０个城市中有１３个参加评估，占４３％。虽
然并非城市群中的所有城市都参加了评估，无法揭示城市群法治政府建设的全貌，但是被

评估的城市占城市群城市数量的比例，少的如成渝城市群占 ２７％，说明有四分之一以上的
城市参加评估，多的如京津冀城市群，占六成以上。再者，被评估的城市在城市群中都是

属于人口集中的大中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该城市群法治建设的先进水平。各城市群

的平均分、极差、标准差等数据详见表４。

表４　各城市群极差、标准差表

城市群 年份 统计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极差 标准差

全国

２０１４ １００ ４０８．９１ ７５３．９０ ５９７．０１ ３４４．９９ ７２．２２

２０１５ １００ ４０２．９４ ７８２．８８ ６１７．３６ ３７９．９４ ７０．６１

２０１６ １００ ４２６．３６ ８２５．６１ ６６３．０７ ３９９．２５ ６４．７２

２０１７ １００ ４５６．７８ ８１６．３３ ６８７．２２ ３５９．５５ ６６．８３

珠三角

２０１４ ５ ５８６．２４ ７５３．９０ ６９７．２９ １６７．６６ ６５．９７

２０１５ ５ ６４４．６４ ７８２．８８ ７３２．９０ １３８．２４ ５５．２４

２０１６ ５ ６９７．９５ ７７３．０８ ７３４．０８ ７５．１３ ３５．０７

２０１７ ５ ６９４．９６ ８００．２５ ７４６．７７ １０５．２９ ４９．９０

哈长

２０１４ ５ ４０８．９１ ６１８．１８ ５２９．６２ ２０９．２７ ７７．６８

２０１５ ５ ４６５．０８ ６２７．０２ ５４９．９９ １６１．９４ ５８．５３

２０１６ ５ ４２８．１４ ６９２．３７ ６０９．９６ ２６４．２３ １１０．１０

２０１７ ５ ５１５．７６ ６９８．７０ ６２９．３９ １８２．９４ ６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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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划范围包括：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
市、孝感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襄阳市、宜昌市、荆州市、荆门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

市、湘潭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衡阳市、娄底市，江西省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鹰潭市、新

余市、宜春市、萍乡市、上饶市及抚州市、吉安市的部分县 （区）。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国务院批复 《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城市群范围涵盖河南、河北、陕西、安徽、山东等

５省３０个市。以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济源市、
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和山西省晋城市、安徽省亳州市为核心发展区。联动辐射河南省安阳市、濮阳市、

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阜

阳市、淮北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等中原经济区其他城市。

２０１６年４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和四川省的成都、

自贡、泸州、德阳、绵阳 （除北 川县、平武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 （除

万源市）、雅安 （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 １５个市 。



续表

城市群 年份 统计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极差 标准差

成渝

２０１４ ４ ５３５．６５ ７１７．５５ ５９８．８０ １８１．９０ ８４．５５

２０１５ ４ ５６９．８４ ７２２．１４ ６３３．９８ １５２．３０ ７０．５２

２０１６ ４ ６０７．４０ ７２２．１２ ６７４．８５ １１４．７２ ５５．０７

２０１７ ４ ７０６．７６ ７３９．０５ ７２３．８１ ３２．２９ １４．００

京津冀

２０１４ ６ ５２１．５７ ７３９．６４ ５９８．１２ ２１８．０８ ７９．７１

２０１５ ６ ５５５．１５ ７５５．９５ ６３５．６７ ２００．８０ ７０．７４

２０１６ ６ ６００．７１ ７３１．２４ ６５６．３６ １３０．５３ ５２．６８

２０１７ ６ ６０１．７０ ７６１．７３ ６７９．９３ １６０．０３ ６４．４３

长三角

２０１４ １０ ５８０．３６ ７１６．０１ ６５７．５３ １３５．６５ ４６．２１

２０１５ １０ ６０２．６２ ７５２．０５ ６７７．９０ １４９．４３ ５２．１５

２０１６ １０ ６６９．７４ ８２５．６１ ７４３．７１ １５５．８７ ４３．３５

２０１７ １０ ６９９．４８ ８０５．４２ ７５６．６２ １０５．９４ ３６．７４

长江中游

２０１４ １１ ５６０．７２ ７１５．８８ ６０８．３１ １５５．１７ ５３．８３

２０１５ １１ ５７５．９６ ７３７．６８ ６３０．７４ １６１．７２ ４３．５３

２０１６ １１ ６１６．４２ ７５０．９４ ６６７．９７ １３４．５２ ３５．８８

２０１７ １１ ６１８．８１ ７４３．５０ ６９１．５９ １２４．６９ ３８．１９

中原

２０１４ １３ ４７４．６８ ６４５．８７ ５６９．７４ １７１．１８ ５４．２１

２０１５ １３ ５２１．０４ ６９５．１９ ５９７．４２ １７４．１５ ４８．６２

２０１６ １３ ５５６．５８ ７１２．９７ ６３４．１１ １５６．３９ ４４．２５

２０１７ １３ ５６６．３５ ７２９．８６ ６５８．３４ １６３．５１ ４７．２８

　　横向比较七个城市群中部分城市法治政府评估的得分，无论是最高分、最低分还是城
市的平均分，珠三角和长三角都比较高，说明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的法治政府建

设水平高于其他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最高分、最低分以及平均分普遍低于

其他城市群，尤其是哈长城市群的平均分最低，说明其法治政府建设发展水平处于相对较

为落后的状态。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处于居中的水平。

　　通过分析被评估城市群的最高分和最低分，进而对其极差、标准差进行比较，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城市群不同城市间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均衡度。理论上说，城市群涉及

的省域数量与均衡度有一定的相关性，涉及的省域数量少，省域统筹的难度小，有助于提

高城市间的均衡度。相反，涉及的省域数量多，统筹的难度大，城市间的均衡度也会相对

降低。虽然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平均分都比较高，但是珠三角的城市均在广东

省内，长三角却涉及三省一市。因此，比较而言，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较高，城市间也呈现出更为均衡的特点。京津冀城市群包括一省二市，长三角城市群包括

三省 （浙江、江苏、安徽）一市 （上海），后者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的绝对极差小于前者，

标准差也更小，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的均衡度好于京津冀。哈长城市群总体平均分较低，城

市间的极差和标准差在七个城市群中最大，加之只涉及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可以说，哈

长城市群的法治政府建设状况在七个城市群中处于总体较为落后的状态。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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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标准差的变化情况看，成渝城市群的标准差处于持续下降中，在 ２０１７年评估中更是急速
降低，说明重庆、成都、南充、达州四个城市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其他六个城市群的标

准差虽然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但是时有反弹。例如，自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珠三角、京
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中原五个城市群中的标准差都呈现出连年降低的态势，说明不

同城市间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差异在缩小，城市间的均衡度在不断提高。但是，２０１７年珠
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中原四个城市群的标准差较之前有所上升，均衡度出现反弹，

这说明，在各个城市群总体提升的情况下，高分城市和低分城市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

　　综合上述分析，通过评估显示出地方法治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东部地区法治政府
的水平更高也为客观数据所证明。这种现象说明，法治发展不仅具有渐进性、阶段性特征，

也具有地域性特征。

二、区域法治政府发展的影响因素

　　区域法治是国家法治在一定区域内的展开，是根据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基础、

文化传统等因素实施的依法治理，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法治运行模式。

　　 （一）法治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对于中国法治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必然影响到法治建设，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确

是一个需要用客观数据回答的问题。

　　虽然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为社会所广泛承认，但是具体状况非常复杂。标志着一

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数据很多，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指标进行分析，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作为宏观经济指标；居民人均收入作为微观上的经济指标，包括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

收入。〔１９〕笔者将被评估的１００个城市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的 ＧＤＰ以及城镇和农村人均居民收
入，分别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的法治政府评估分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之所以采用这种年度
对应方式是由于，２０１４年的法治政府评估报告对应的是２０１３年地方政府的法治状况，２０１５
年的法治政府评估报告反映２０１４年的地方法治状况，以此类推。利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
分析后，得出法治政府评分与 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５。

表５　法治政府评分与 ＧＤＰ相关系数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２０１４年 ０．５３６３ ０．５３５０ ０．３２７７ ０．５３２２

２０１５年 ０．５６７４ ０．６３９６ ０．１７４０ ０．６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 ０．５２３５ ０．５１１８ ０．３３０８ ０．５７０７

２０１７年 ０．５５４８ ０．５７１６ ０．５０７６ ０．４４５８

·２４·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１９〕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城市政府统计局网站，由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田卫卫、何婷婷、王梦杰负责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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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全国的情况看，２０１４年的法治政府评分与 ２０１３年的 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０．５４，
２０１５年法治政府评分与 ２０１４年的 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７，２０１６年法治政府评分与
２０１５年的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２，２０１７年法治政府评分与２０１６年的ＧＤＰ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０．５５。法治政府的评分与 ＧＤＰ之间相关系数均在 ０．５２至 ０．５７〔２０〕之间，处于中度
相关的数值之中，说明地方法治政府的水平与 ＧＤＰ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从上表可
以看到，东部地区被评估城市的法治政府评分与其 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０．５１至 ０．６４之
间，西部被评估城市的法治政府评分与被评估城市的 ＧＤＰ相关系数在 ０．４５至 ０．６０之间，
东部和西部法治政府评分与 ＧＤＰ之间均属于中等程度的正相关。例外的是中部地区，三年
的相关系数在０．１７至０．５１之间，其相关性表现不稳定，总体上属于弱相关。
　　采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将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７年被评估城市的法治政府得分与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６年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得出的数据见表６。

表６　法治政府评分与居民人均收入相关系数表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农村居民 ０．５７４６ ０．５７２９ ０．４７９０ ０．４４３６

城镇居民 ０．６１２８ ０．６３９９ ０．５５８７ ０．４４０１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与法治
政府评分之间存在正相关，尤其是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正相关更强。

　　结合地方法治政府评估得分与当地 ＧＤＰ和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我们可
以初步得出结论，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与地区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市

场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的整体法治意识更高，尤其是权利意识更强。由于社会对政府依法

行政的要求更高，自然促进政府法治水平的提升。

　　基于法治政府评估和 ＧＤＰ以及居民收入两组相关系数的对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
济发展和法治政府建设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东中西部之间出现差异，尤其是中部、西

部法治政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低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发展对于法治政府建设

虽然具有重要影响并且也是基础性因素，但是显然并非唯一因素。对于哪些地方可能先行

法治化，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具备经济社会先发优势的地方区域才有可能实现，没有地

方民主政治的优先发展、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民众理性文化的超前进步等条件，就不可

能建构出区域法治建设的先行性。〔２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发展地方法治并不限于先发地

区，并提出地方法治内陆化现象，最典型的是 “法治湖南”、“法治湖北”。〔２２〕

　　 （二）地方法治先行的政治推动

　　随着国家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互动是非常明显的。例如，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浙江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３２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实行依法治省的决议》。２０００年浙
江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定。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浙江省委通过了浙江省国民经

·３４·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地区差异的定量分析

〔２０〕
〔２１〕
〔２２〕

为简便起见，本文中关于相关系数的数字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姜彦君、姜学成：《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内涵探索》，《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８６页。
付子堂、张善根：《地方法治建设及其评估机制探析》，《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第１２６页。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 “以推进 ‘法治浙江’建设为载体，努力

建设民主健全、法治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法治社会”。２００６年浙
江省委通过了 《关于建设 “法治浙江”的决定》，正式做出了建设 “法治浙江”的决策。

再如，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江苏省人大立法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法治江苏、保障率先发展的要求。
２００４年７月，江苏省委制定下发的 《法治江苏建设纲要》，被认为是国内较早的以纲要形式

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文件。２００５年５月，江苏省委明确提出了 “严格依法行政、确保公正

司法，建设老百姓认可的法治省份”的构想，并确立了建设法治江苏的总体目标，即以宪

法和法律为依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健全民主法制、保障社会文明安定为基本目标，

通过完善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律监督、法制教育和法律服务等途径，全面推进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法治化，到 ２０２０年，基本实现江苏政治生活、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人民管理国家、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的权利得到全面实现和保障，

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行使受到有效规范和约束。应当说，在经济发展的催动下，政治推动也

对地方政府法治水平的提升中起到加速作用。

　　中西部地区虽然在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状况上落后于东部地区，但个别城市的表现仍
然引入注目，例如合肥、长沙、成都在法治政府评估中，连续四年都排在全国的前 ２０名。
相比而言，安徽虽然在中部地区，但是其平均分高于湖南和湖北，更远远高于中部的平均

分，总体水平在中部区域属于比较高的。这与安徽较早地开展依法治省工作密切相关。〔２３〕

２００８年，安徽省委明确提出建设 “法治安徽”的任务。〔２４〕２０１１年安徽省政府发布 《依法

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有学者总结
湖南法治的经验为 “程序型法治”，其标志性成果是湖南省率先制定了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

定》，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填补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空白。２０１１年７月，湖南省委发布
《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打造法治湖南的升级版。２０１２年 ６月，湖北省第十次党代会首次提
出 “努力建设富强、创新、法治、文明、幸福湖北”，同时提出 “法治湖北”建设是湖北建

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坚强保障。上述列举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促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相应政策，无疑在自上而下地推动地方政府的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２０１４
年至２０１７年，全国法治政府评估的平均分分别是５９７分、６１７分、６６３分、６８７分，四年间
中部城市的平均分分别是５７９分、６００分、６４５分、６６２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分。但是，
参加评估的安徽合肥、阜阳、淮南、六安的四年平均分分别是 ６３３分、６５７分、６９２分、
７０３分；湖南长沙、常德、衡阳、邵阳、岳阳的四年平均分分别是６３１分、６５９分、６８１分、
７０８分；湖北武汉、荆州、黄冈、襄阳的四年平均分分别是 ５６９分、６１７分、６６３分、６８５
分。安徽、湖北、湖南参加评估城市的得分几乎都高于中部城市的平均分。正是由于安徽、

湖北、湖南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使得部分城市异军突起，超越本省或者本地区法治政府的

平均水平。中部的情况说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稀释经济社会的基础

性作用。当地党委和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在珠三角也得到证明。从

极差和标准差看，珠三角城市之间的极差和标准差在 ２０１６年显著降低，来自广东省的政治

·４４·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２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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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文，第１页。



推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广东省政府发布 《广东省创建珠三角法治政府示

范区工作方案》，提出 “在珠三角地区创建法治政府示范区，通过典型示范、辐射带动方

式，推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实现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正是

在广东省的统一部署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极差从２０１４年的１６７．６６，降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３８．２４，
２０１６年则降至７５．１３。标准差从２０１４年的６５．９７，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５．２４，２０１６年更是降至
３５．０７，城市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珠三角城市间的法治政府水平渐趋均衡。
　　 （三）区域法治的文化因素

　　文化在量上的增减，以思想、价值观和艺术的活动为表现，也构成法律的相关因素。
“在创造性活动及其他文化活动繁荣之时，立法和诉讼也随之增加。”〔２５〕区域法治发展的可

能性源自于法律的地方性，而法律的地方性又源自于文化的地方性，使得区域文化催生区

域法治发展得以成为可能。〔２６〕长三角城市群虽然跨三省一市，但是法治政府整体水平高，

城市间更为均衡，与该区域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中国，自上海、宁波、广州、厦

门等成为通商口岸以后，中国逐渐形成沿海地带和内陆地带两个主要的文化地带。古代的

商业萌芽、近代的工商业发展使得浙江、江苏、上海等长三角区域成为我国 “重商主义”

的发祥地，历史上就有 “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传统。长三角因为经济发达于其他区

域，较早地因为商品交换而产生基于物权的权利意识、基于交易的主体平等观念、基于交

换秩序的规范体系、基于交易确定的契约习惯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精神，更会有防止

权力滥用并干涉经济交往的权力制约要求。〔２７〕广东作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

国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地域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鲜明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说，

正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私法文化较为发达，契合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地缘、经济和社会发展

要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和法治发展提供了内在的驱动力量。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区域法治与区域文化具有正相关性。〔２８〕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法治先行地

区初步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推动机制，经济、政治及文化不同的力量于其中相互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对于法治的促进是渐进的，其作用的发挥是缓释性的。相对于东部地区，
中西部的经济推动尚未达到足够强大的程度，以行政命令为形式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政

治和行政推动虽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是难以形成全方位的长效推动系统。国家法治战略的

整体推进，需要地方法治建设的有效实践。区域法治汇聚不同的法治经验，达致法治中国

的多样性统一，既是法治中国渐进性的生动体现，也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有效途径。但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国家法制统一的背景下，地方法治先行可能产生的弊端。区域发展的

极度不平衡会破坏国家法治的整体性，甚至会产生割裂恶果。〔２９〕因此，一方面，要防止地

方出现法治碎片化现象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地区间差距加大，影响法治中国的总

体目标。后发达地区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步骤，需要特别的推动机制，加快发展进程，

从而避免东西部以及不同城市群之间差距不断加大，形成法治国家建设中的短板效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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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哈长城市群只涉及黑龙江和吉林两个省，地缘性相似度高。哈长城市群被评估的城市

虽然数量少，但是最高分和最低分均低于其他城市群，最高分和最低分之间的极差大，在

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出现极差缩小的情况下，哈长城市群的极差在加大，这说

明总体上哈长城市群法治政府的水平比较低，城市间的差距较大，并且出现不断加大的迹

象，落后的城市没有明显进步。对此，黑龙江和吉林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黑龙江专门成

立发展环境整治领导小组。李克强总理也建议东北开展 “法治东北、信用东北”建设。〔３０〕

　　区域竞争是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基础设施建设、个别性的
特殊政策扶持等手段逐渐耗尽的情况下，当前和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度竞争、法治竞争可

能成为提升地方竞争力的根本手段。这就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创造和维护平等竞

争的环境，发展和巩固区域竞争优势，汇聚成为促进地区法治进步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

间开展法治竞争的态势初现端倪。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短时间内无

法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应注重发挥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法治建设所起的建构性作用，学

习发达地区的经验并在本地区推广。

三、加快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

　　法学界针对转型期中国的法治道路以及地方先行法治化存在不同认识。肯定的观点认
为，先行法治化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试错之路，可以减少向法治转型的社会成本。〔３１〕

否定的观点认为，地方先行法治化违背现代法治精神与法制统一原则。甚至有可能 “误造”

法治的单元体、破坏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走向法治的地方割据，消解法治的宪法基础。〔３２〕

长期稳定的、安全的、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将成为地方或者区域的根本竞争力。如果区域间

法治水平差距不断加大，法治落后地区将在地区间的竞争中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进而加

大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又会和法治不平衡形成迭加效应，进而演

变为极化性不平衡发展，即原有较发达地区仍以更快速度发展，而欠发达地区发展缓慢，

使得区域间经济水平差距更趋扩大。区域间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差异扩大客观上对国家法

治会产生负面影响，进而造成国家法治的碎片化，影响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割裂国家法治

精神。同样，城市间法治水平的不均衡也不利于国家城市群战略的推进。因此，需要高度

警惕地方政府法治水平的差异演变成为一种地域上的切割，不能任由这种差异加大，必须

采取 “调谐”措施，使失去的平衡得到恢复。

　　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既不可或缺，
又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作为基础性条件对地方政府的法治水平发挥重要作用。“一

定的经济基础既是法的出发点，也是法的归宿。”〔３３〕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则可以在短时间

内，促进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指标迅速提升。文化则是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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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作用。这三个基本面交互作用，成为影响法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法治的发展反过来对

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促进作用。部分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水平高于其他城市，具备成

为法治建设先导区的可能性，应引导其成为推动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种力量。对于法治

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来说，需要着力解决实质法治的跟进。实质法治是影响社会公众对于

法治的 “获得感”的关键。民众对法治的要求和参与的不断提高，又会进一步促进政府法

治水平的提升，形成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法治的良性发展。对于法治

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来说，后发优势的充分运用可以有效提高形式法治的水平。“政治动员

式”的法治建设模式虽然无法明显推动实质法治的形成，但是在 “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法治政
府”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号召下，地区间的法治竞赛可以在形式上降低区域法治差异。对

于法治的后发区域，鉴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养成非一日之功，政府能否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后

发优势就成为法治发展成败的关键。将法治举措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无疑

是一个理性选择。这就需要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加大对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注，并持续进行

推动，从而弥补由于经济差距和法治差异不断加大造成的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两极化现

象。反过来，在政治动员推动下进步的形式法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实质法治形成影响，经

济落后地区的法治进步会成为该地吸引投资，进而提升经济实力的招牌，为中西部发展带

来新的契机，降低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不断加大可能带来的法治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巨大

落差。通过评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西部城市进步的苗头。东中西部的平均分在四年

的评估中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说明各区域都在不同程度的进步中。东部地区 ２０１５年较之
２０１４年同比上升３．１％，２０１６年较之２０１５年同比上升 ７．１％，２０１７年较之 ２０１６年同比上
升３．９％。中部地区２０１５年较之 ２０１４年同比上升 ３．６％，２０１６年较之 ２０１５年同比上升
７．５％，２０１７年较之 ２０１６年同比上升 ２．６％。西部地区 ２０１５年较之 ２０１４年同比上升
３．９％，２０１６年较之２０１５年同比上升 ７．９％，２０１７年较之 ２０１６年同比上升 ４．６％。可见，
西部地区的上升速度最快。中西部地区实现 “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各地需要根据本地情况，选择着力点，建议从以下方面重点推进：
　　 （一）加大政务公开力度，发挥倒逼作用

　　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中的前八个一级指标，是按照政府职能履行情况、法治政府建
设的组织领导、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务公开、监督与问责、社

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等关涉政府依法行政的不同方面进行设计的。第九个指标是通

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了解公众对政府依法行政水平的主观感受。针对在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７年
评估的九个一级指标进行年度得分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中得分率最高的是政府职能

履行情况和政务公开两项，在２０１７年度的评估中得分率分别达到８２．８１％和８１．６５％。
　　与政务公开一级指标得分率较高相应的是，政务公开三级指标的得分率也都比较高，
例如，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是否完整，政府信息公开年报是否及时发布等三级指标的得分率，

在三年评估中几乎都达到９０％以上。再如，对于依申请公开信息是否不当设置申请条件，
到２０１６年，９８％的城市已经不再要求提供科研证明等额外条件。此外，评估指标体系中其
他一级指标中还有５个三级指标也涉及政务公开，从其历年的得分率看，政府部门职责方案
的公开、重大决策的结果公开、审计报告和结果的公开等项目的得分率也在逐年提高。这

些数据都可以说明，地方政府政务公开工作完成的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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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政务公开在所有一级指标中表现最好？分析其背后的原因，至少有以下方面：
首先，公开原则成为政治共识。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
治报告中专门强调，“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

讨论”，由此，奠定了实行政务公开与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思想和政策基础。党的

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

行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

务公开等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扩大公开原则的范围：“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

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

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党的政策说明，公权力公开运行在观念上已

经形成基本共识。第二，从法律制度角度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信息公开设定了法律

框架，对于信息公开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中办和国办至今针对信息公开共发过三

次文件，分别是２０００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 《关于在全国乡镇机关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制

度的通知》，２００５年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２０１６年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

这些政策文件对于全国政务公开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他如行政决策、行政执法等方面，

国家的政策强度则没有这么大。第三，从组织角度看，政务公开的主管部门是国务院办公

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以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办公厅 （室），其协调力度更

大。第四，公众参与度高。社会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给予高度关注，多家学术机构和社会机

构对其开展评估。例如，中国社科院受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委托开展

政务公开评估，并发布的 《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北京大学联合国内八所高校开展的

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上海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财政透明度观察；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社

科院都开展的中国高校信息公开评估等。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开展的社会评估最多，

社会影响力最大。第五，近年来，信息公开复议和诉讼案件激增，带来的倒逼作用明显。〔３４〕

基于此，针对政务公开，中央政策确定方向，起到引领作用；法律制度起到基础保障作用；

国办及其他信息公开主管部门形成强有力的组织推动；末端还有大量信息公开案件的倒逼。

符合中国党政系统中 “有抓手，有人抓”的动力机制。无论是学术机构的评估还是普通公

众以申请信息公开的形式进行推动，政务公开的发展已经从政府主导型向政社互动型转变，

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正在逐步形成合力。在衡量法治政府的诸多标

准中，〔３５〕以促进政府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目标的政务公开兼具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有可

能成为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化的动力系统。从权责清单的公开在全国推进的情况看，

政府在推动政务公开方面主动性强，遭遇的阻力小，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可以在短时间内

取得明显成效，法治相对落后地区应在政务公开方面加大力度，并以此为突破口，让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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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尽快从形式法治层面跟上法治发达地区的脚步。

　　 （二）落实 “三单制”，促进政府全面履行职能

　　 “在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一级指标下，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设置的三级指标为 “政府部

门职能设置公开”。由于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明确要求，“省级政府 ２０１５年年底前、

市县两级政府２０１６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政府工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权力清

单的公布工作”。因此，２０１６年的评估将评估指标修改为 “权力清单的公布及其动态调

整”。该指标的得分率在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下设的指标中进步最为显著，客观上拉高了

此项一级指标的得分率。该指标２０１４年的得分率为４９．８％，２０１５年为７０．１％，２０１６年则

上升至９５．２％。〔３６〕针对该项指标，２０１５年获得满分的城市只有 ２０个，但是 ２０１６年获得

满分的城市达到了 ６９个。这种进步也得到官方的承认，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在访谈中肯

定：“就实行 ‘三个清单’制度的情况来看，其落实情况为各科中成绩最佳。截至目前，各

省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已公布，县市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编制也大部分完成。推行地方政

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取得重要进展。”〔３７〕

　　科学的职能配置是政府职能履行的前提，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政府部门权责清

单的制定及公布是基础性工作，牵涉面广，难度远大于一般性的制度建设。权责清单制定

及公开取得较大的进步，至少存在两个因素：首先，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要求各

级政府下好简政放权 “先手棋”。权责清单的公布与简政放权及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和公

开，二者是相关联的指标，与本届政府力推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关系密切，来自中央的推

动力非常强劲。２０１５年３月，中办、国办发布 《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

制度的指导意见》，其中对于不同层级政府落实三单制的时间节点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二，

机构层面上，各级编办作为主责部门积极推动职能转变的落实。由此可见，核心动力仍然

是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政府部门职责方案的梳理及其公开虽然意义重大，但是这种进步

更多是技术意义上的，距离实质上的职能科学还有很大的距离。由于技术性指标进步的难

度小，政府只要适当地投入时间、财力、人力就可以完成。实质性指标进步的难度大，且

触及较大政府利益，单独靠政府推动，收效甚微。行政执法 〔３８〕遭遇现实的不作为、慢作

为，就是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每年评估中，由调查员到被评估城市进行实地调查，通过

访谈获得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等数据。〔３９〕为了检验行政执法的效果，调查员会进行违法行

为投诉体验，在发现违法行为后进行投诉并记录投诉处理和执法情况，作为评价执法行为

的指标之一。该指标的得分率２０１４年为５７．８３％，２０１５年为４４．３３％，２０１６年为４４．７５％，

２０１７年为４１．８５％，说明一半以上的城市得分很低。根据调查员记录的信息，公众对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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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具体的观测方法为通过检索被评估市级政府的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公开网站、谷歌和百度等主流搜索引擎，搜

索到各个部门链接，点击各个部门的链接，仔细核对各个部门职能设定和职责方案，根据实测情况具体赋分。

见 《〈纲要〉实施元年，法治政府提速》，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１２１９／１０／Ｃ８Ｌ２１２Ｇ４０００１８ＡＯＱ．ｈｔｍｌ，最
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４日。
理论界对行政执法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行政执法指的是法律、法规的实施，有的认为行政执法

等同于具体行政行为，不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等制度建设，有的认为行政执法指的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损

益性行政行为。本处的行政执法是从第三种意义上使用的，即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每年的社会满意度调查由调查员到各地进行实地访谈，每个地方１００份问卷，向律师、在政务中心办事的人、
以及随机选择的其他人员发放。



机关怠于履行职责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社会满意度调查中，对于 “当地政府查处违法行

为的效果怎样”以及 “您所在城市是否存在比较严重的违法停车、垃圾处理不及时等情况”

这两个问题，得分率均在 ６０％左右徘徊，在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中居于倒数位置。因此，
地方政府需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强化法律实施效果的考核，通过法律实施，实现法治权

威，促进实质法治的提升。

　　 （三）加大公众参与力度，提升社会获得感

　　评估显示，与考察制度体系的静态指标相比，考察制度实施效果的实施性指标的表现
不好，也就是说，制度虽然渐趋完备，但是实施却不好。

　　例如，一级指标 “依法行政的制度体系”中作为重点观察对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早

在２００４年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提出要扩大政府立法的参与度，实

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起草作为行

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要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

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后，应当在政府公报、普

遍发行的报刊和政府网站上公布。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

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在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中，该三级指标分为两类具体评价标准，一个是是否建立相应的

制度，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和定期清理制度；另一个是制度的实施情况，包括行

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切实听取意见，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切实做到 “三统一”，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公布率是否达到１００％，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实施情况以及定期清理制度实
施情况。前者是制度性指标，形式意义色彩更浓，后者是实施性指标，更偏重于实质意义。

从三级指标 “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制度”的情况看，旨在完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

序的制度不断完备，其得分率从 ２０１４年的 ３９．７５％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４４．５０％，再到 ２０１６年的
８４．４０％，同比上升近 １倍。２０１４年的评估中，５２个城市建立了 ５项以上的相关制度，
２０１５年的评估中，有８５个城市建立了５项以上的相关制度，到２０１６年，共有９５个城市建
立了６项以上的相关制度，到 ２０１７年，建立 ６项以上相关制度的城市达到 ９７个。由此可
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渐趋完备，在被评估城市中普及率很高。但是，从实施性指

标的表现看，这些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好。例如，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中是否确实听取

意见这个三级指标中，２０１４年评估的得分率为１６．６％，２０１５年降至８．４％，２０１６年虽然提
升到２６．５％，但是仍有６０个城市得０分，２０１７年仍有５２个城市得０分，超过半数的城市
没有建立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的专栏或没有在制定过程中征求过社会公众的意见。行政规

范性文件的公开程度也比较低，２０１６年评估的得分率为 ５６％，有 １２个城市得 ０分，２０１７
年有９个城市得０分。将制度性指标和实施性指标进行对比，能更加直观的发现其中的问
题。例如，行政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在被评估城市中普遍建立，２０１６年评估时，已经
有９５个城市建立了定期清理制度，但是只有不到 ７成的城市实际实施，截至 ２０１７年评估
时，仍有３３个城市得０分。
　　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关制度落实欠佳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规范
性文件虽然由法制部门负责合法性审核，但是各个部门都制定规范性文件，由哪个部门负

总责并不明确。虽然 ２０１０年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规定了三统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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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法制部门通过统一登记、统一编号、统一发布，发挥其整合作用，但是实践中落实得

并不好。第二，缺乏明确的制度推进。目前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度以地方立法为主，

中央层面上没有统一规定。这也是造成规范性文件的界定标准不清楚，实践中容易逃逸在

制度之外的原因之一。第三，规范性文件的违法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并未在复议和诉讼案

件中充分暴露，复议和诉讼中虽然可以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但是截至目前，真正进入行

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数量仍然极为有限，倒逼作用不明显。第四，社会参与规范性文件制

定的程序不清晰，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基本上处于行政系统 “垄断”的状态，社会参与度极

低，公众认知度和认可度均不高。

　　行政决策民主化程度不高直接影响公众的感受。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６年社会公众调查显示，
公众普遍认为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程度不高。如调查 “当地政府在重大决策时听取老百姓

的意见和建议的情况怎样”时，２０１４年得分率为 ５６．１３％，２０１５年得分率为 ５１．７９％，连
续两年在１０个问题的得分率中排名最后，２０１６年得分率为 ６０．５５％，在 １８个问题中得分
率排倒数第二。由此可见，社会公众最不满意的是政府重大决策中听取公众意见不充分。

与之相对应是，“重大决策征求公众意见制度的建立情况”这一客观指标，２０１４年平均得分
率为７５．４％，２０１５年平均得分率为 ８１．３％，２０１６年平均得分率高达 ８６．５０％。２０１６年评
估中发现，已经有５６个城市建立了完备的征求公众意见的制度。将制度建设的指标和公众
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各地政府虽然形式上建立了有关行政决策的制度，但是实施

不好，社会认可度低。从 “行政决策”一级指标的评估结果看， “行政决策”的得分率不

高，３年中得分率的增长幅度也很小。因此，“行政决策”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均进展
缓慢。其原因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缺乏专门的规定，中央关于重大决策的程序规定

缺位，各地虽有制度，但是效力不高。第二，重大行政决策中人治的色彩仍然浓厚。

　　通过评估，我们发现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没有相关性。从九个一级指标的内容看，
前八项指标客观性比较强，很多指标都是以 “有无”或者 “频次”等进行客观衡量的。第

九项指标的社会公众满意度调查，主要依靠社会调查中公众的主观评价，相对于前八项指

标，主观性更强。将第九项指标的得分情况和前八项指标运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版本分别进行相关
性的分析，所得的数据见表７。

表７　指标９与其他指标相关系数表

１职能
履行

２组织
领导

３制度
建设

４行政
决策

５行政
执法

６政务
公开

７监督
问责

８争议
解决

２０１４年 －０．０２４０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２２３ －０．１８１９ ０．０７９７ ０．１８９５ ０．２３４８ ０．０９４４

２０１５年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８０２ －０．０７６１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６３０ ０．２００６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０１７

２０１６年 ０．１５０７ ０．２４０１ ０．３４１７ ０．１２９２ ０．３４７２ ０．３００５ ０．２０７３ ０．１２８２

２０１７年 ０．０８７４ ０．１８３３ ０．２８１５ ０．２０６２ ０．３３５８ ０．１４８５ ０．３７５４ ０．４０３７

　　从对政务服务、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务公开等方面的调查情况看，公众满意度最
高的是服务的便民程度。“到当地行政机关办事的方便程度”，２０１４年的得分率为６８．４８％，
２０１５年为６４．８６％，在１０个问题中排名都是第一。２０１６年为 ６５．２８％，在 １８个问题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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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率中排名第六。虽然 “政务公开”在客观评价中得分率很高，但是社会满意度调查显示，

“当地政府政务公开 （信息公开）的情况怎样”在２０１４年的得分率为６２．７１％，在１０个问
题中排名第六。２０１５年的得分率为５８．９７％，在１０个问题中排名第五，２０１６年的得分率为
６４．８３％，在１８个问题中排名第九，整体上只处于居中位置，社会公众的评价一般。分析
其主要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于政府法治水平的感知更多基于个人体验，公众更倾向于政

府法治水平的提升能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改善，公众并不会因为政府形

式上的法治建设而对政府的法治水平更满意。

　　法治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因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并无固定的发展模式。我国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必然影响或

者制约区域法治发展的进程和效果。区域法治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作为一个客观存在，

既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影响法治道路选择的重要变量。因此，必须探索区域

法治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找到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着力点，进而走出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

道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Ｃｈｉｎａ．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ｕｎｅｖ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ｉｓｉｍｂａｌ
ａｎｃｅｉ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ｅ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ｄｅｇｒｅ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ｌａｗｂａｓ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ＧＤＰａｎｄｐｅｒｃａ
ｐｉｔａ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ｔｈ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
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ｍ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ｅｓｐｌａ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ｗｈｉｃｈｄｉｌｕｔｅ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ｅ
ｃｏｎｏｍｙｔｏｓｏｍ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ｇａｐ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ｉｎ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ｕ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ｗａｙｓｏｆｓｐｅｅｄｉｎｇ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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